
 

 

企业申报税收优惠持续性与政策效应动态变化
−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证据

贺亚楠，李    丹，王晓燕，李    悦
（山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的共存现象是创新导向产业政策执行中的重要议题。在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多年的背景下，企业持续申报享受该政策的动态特征值得关注：随着申报持续性

的增强，两种效应将如何演变？文章测度了企业申报税收优惠政策的持续性水平，系统考察了申报

持续性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在持续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过程中呈现“两

条腿走路”现象——既出于“寻创新”动机增加实质性研发投入，又出于“寻扶持”动机增加策略性研

发投入，这表明政策同时存在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申报持续性的提升，成长

期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迎合效应显著增强，高科技企业的两种效应均被放大，而融资约束严重的企

业则呈现两种效应弱化趋势。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申报持续性的增强，激励效应逐步超越迎合效

应，推动高质量创新产出显著提升。文章的研究聚焦企业申报行为特征，不仅为创新导向产业政策

的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优化政策着力点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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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研发创新步伐持续加快，但仍面临“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发展瓶颈。作为覆盖面

广、普惠性强的创新导向产业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自 1996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多次

修订完善，其适用主体范围持续拓展，认定标准逐步明确，加计扣除比例不断提升，税收优惠力

度持续加大，已成为支撑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政策工具。

然而，这类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从落实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实

际的加计扣除程度偏低，部分研发投入未能得到税务部门的认定（刘行和陈澈，2023），甚至有部

分企业选择放弃享受这一优惠，“应享未享”的现象明显（李刚和牛冲槐，2018）。从执行效果来

看，税收优惠引发了企业为迎合政策而产生的逆向选择行为，例如为获得优惠而虚报研发投入

（杜瑞和李延喜，2018；贺亚楠等，2022），这导致创新效率降低（王海燕等，2024），呈现明显的数

量导向而非质量导向（陈强远等，2020）。正如汪冲和江笑云（2018）所指出的，研发所获得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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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优惠能够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使其持续获得研发税收优惠，最终形成一个税收激励与研

发之间的正反馈良性循环。这一逻辑能否成立直接关系到研发税制设计的成效，也是决定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问题。因此，对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这一良性循环能

否建立，关键在于企业对该政策申报的持续性。而要判断这一循环是否真正“良性”，则需要从

长期角度考察企业在持续申报税收优惠情况下的创新表现。

本文选取 2008—2022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年度财务报表来判断企

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状况，构建企业享受该政策的持续性程度指标，从而探讨企业

申报持续性对政策效果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在持续性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时呈现“两条腿走路”的现象，既出于“寻创新”动机增加实质性研发投入，又出于“寻扶

持”的动机增加策略性研发投入，这意味着政策同时产生了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随着申报持

续性的增强，成长期企业、小规模企业的迎合效应会被强化，高科技企业的两种效应均会被强

化，而融资约束严重企业的两种效应均会被弱化。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申报享受政策的

持续性不断加强，激励效应逐渐超过迎合效应，呈现“净激励效应”，高质量创新产出水平显著

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积极效果得以显现。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本文从税收优惠持续性的角度出发，聚焦于激励效应和迎合效应随时间的动态变

化，拓展了相关政策效果评价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该领域，现有文献主要采取两种研究路径：一

是将政策变更视为一种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测算政策调整所引发的相关经济后果（冯泽

等，2019；粟立钟等，2022）；二是通过构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等指标，验证税收优惠与

企业创新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任海云和宋伟宸，2017；郭健等，2020；万源星等，2020；粟立钟

等，2022）。然而，无论是哪种研究路径，大多聚焦于企业研发活动本身及其周期性变化，对于研

发税收优惠的可持续性问题关注较少（汪冲和江笑云，2018）。与本文研究较为相关的是汪冲和

江笑云（2018）以及 Labeaga等（2021）的研究。前者主要分析了研发税收减免对企业能否持续获

得减免的影响，后者则发现持续享受优惠能够有效提升创新绩效。本文认为，激励效应与迎合

效应的共存是创新导向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现象。持续性优惠有可能对企业

技术创新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但持续的扶持也可能导致企业形成“巨婴”状态。因此，本文着

重考察企业申报政策持续性对这两种效应动态变化的影响。

第二，本文在产业政策利弊共存的现实背景下提取了政策的“净效应”，丰富了关于“产业

政策之争”的研究成果。现有文献大多从正面或负面视角评价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李维

安等，2016；杨国超等，2017；任海云和宋伟宸，2017；贺康等，2020；万源星等，2020），少数同时

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两面性的研究，主要关注迎合效应对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粟立钟等，2022），

或比较两种效应的相对显著性。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的利弊共存是客观存在的

现象，关键在于评估两者的“净效应”。为此，本文基于企业复杂的申报动机，量化识别了政策

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并通过计算两者之差提取了政策的“净效应”，这种做法为评价创新导

向激励政策的效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第三，本文基于大样本数据，量化了我国企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持续性程

度。现有少量研究虽然指出政策范围界定（范金等，2011；王再进和方衍，2013；郭健，2017；胡华

夏等，2017）、政府机构的执行效率（范金等，2011；郭健，2017；胡华夏等，2017）、政府透明度和

市场发展等制度环境因素会影响政策的执行及其效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小样本问卷调查，

所得结论的代表性有限。本文采用生存分析模型，基于大样本数据科学刻画了企业享受税收优

惠的持续性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文研究在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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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1. 政策沿革。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自 1996年实施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

演进与发展：

（1）受惠主体仅限于国有、集体工业企业（1996—2002 年）：1996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印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工字

〔1996〕41号），首次明确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该阶段政策覆盖范围限于国有、集体工

业企业，且要求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相关费用增幅需达 10%以上，符合条件的相关支出

可按实际发生额的 5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2）享受主体逐步扩大（2003—2007年）：随着财税〔2003〕244号、财税〔2006〕88号文件

在这一时期相继出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受惠主体历经两次扩容。第一，受惠范围从国

有和集体工业企业拓展至所有财务核算制度健全且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所有制工

业企业；第二，在工业企业基础上，进一步覆盖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的内外资企

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

（3）政策逐步系统化和体系化（2008—2012 年）：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确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这显著提升了该政策的权

威性、强制性与执行力。

（4）扣除范围渐次扩大且核算申报不断简化（2013 年至今）：2013 年，国家以政策试点形式

扩大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并于同年将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2015年 11月，《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出台，放宽

享受优惠的企业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范围，首次明确“负面清单”管理制度。①同年，《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97 号）简化研发费用税务处理中的归集、核算及备案管理流程，进一步降低企业享受优惠的门

槛。2017年至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 50%逐步提升至 75%、100%，适用范围持续扩大至

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2. 申报条件与流程。从申报条件来看，财税〔2015〕119 号文件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适用范围扩大至除“负面清单”外的所有行业，并规定政策适用于会计核算健全、实行查账征收

且能准确归集研发费用的企业。从申报流程来看，依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3号），企业优惠政策事项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

留存备查”的办理模式，即满足条件的企业可自行申报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申报主要包含研发项目立项、研发活动开展、年度终了填报、汇算清缴、清缴后留存资料等

环节。值得注意的是，税务部门对研发支出的认定是企业享受研发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的前提条

件，且税法核算口径较会计准则更加严格。②

贺亚楠、李    丹、王晓燕、李    悦：企业申报税收优惠持续性与政策效应动态变化

 ① “负面清单”行业包括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

定的其他行业。

 ② 税务部门对研发支出的认定标准依据财税〔2015〕119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97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0号进行规范，而企业会计核算研发支出则遵循《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号）。关于研发支出

税会差异的具体比较分析，可参考刘行和陈澈（2023）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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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对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这两种效

应的表象均体现为企业账面研发支出的增长。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指出，实质性创新是以推

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为目标的“高质量”创新行为；策略性创新则是以谋求其他利

益为导向，通过追求创新“数量”和“速度”来迎合监管与政府要求的创新策略。基于这一理论

框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分别对应实质性研发投入与策略性研发投

入，只有对这两者进行有效区分，才能准确识别该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方面，持续性优惠能够有效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推动其增加实质性研发投入。由于创新

活动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特征，从研发投入转化为实际成果需要较长周期，且创新成果往往具

有公共产品属性，容易导致企业“搭便车”行为。由于高昂的研发投入，企业可能无法获得预期

收益，这种投入与回报的失衡会严重挫伤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造成研发投入不足。大

量文献证实，创新导向产业政策能够激发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提升创新产

出（Bloom等，2002；Ivus等，2021；冯泽等，2019；陈强远等，2020）。

从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收益来看，企业通过申报该税收优惠，可以依据研发支出

发生额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从而有效减轻企业税负，降低创新活动的投入成本（袁业虎和沈

立锦，2020）。同时，该政策能够向外界传递技术研发、产品升级等有效的创新导向信号（Laplante

等，2019），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吸引外部投资者参与，从而缓解企业面

临的融资约束（Ivus等，2021；任海云和宋伟宸，2017；贺康等，2020），分散企业研发活动的风险

（郭健等，2020）。随着企业持续申报获取税收优惠的强度提升，政策的激励效应能够逐步显现，

进一步激发企业“寻创新”动机，形成良性循环。持续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不仅可能出于商业目

的或税负考量，更可能是致力于提升自身竞争力（Labeaga等，2021），或旨在获取关键性创新成

果（杨国超等，2017）。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企业持续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的程度越深，其实质性研发投入水平越

高，政策的激励效应越显著。

另一方面，持续性优惠可能诱发企业形成“巨婴”状态，具体表现为策略性研发投入的增

加。从可行性来看，由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属于税基式优惠，企业账面研发支出金额越高，

可享受的税前扣除额度越大。近年来，随着优惠力度的持续加大，加之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许多企业为规避税收、提升税后利润，在研发投资决策时会将潜在政策优惠纳入

考量范围。同时，研发活动具有高风险、结果不确定性、流程复杂且专业性强的特点，加之企业

为保护商业机密会对研发信息进行选择性披露（粟立钟等，2022），从而增加了信息不透明度。

管理层在满足政策条件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其在研发投资决策、战略风险选择以

及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操纵空间。部分企业出于“寻扶持”动机，通过构造

低效但真实的研发活动虚增研发支出、将非研发相关费用归集至研发费用等操纵手段来提升策

略性研发投入，释放虚假创新信号以迎合政策要求，套取税收红利（Laplante 等，2019；安同良

等，2009；杨国超等，2017）。

从申报后果来看，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粉饰研发活动并成功获取税收优惠后，往往需要

采取更多措施来掩饰或弥补相关行为。此时，提升策略性研发投入不仅能够向税收监管部门呈

现表面合规的政策执行效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监管疑虑。这可能导致企业形成政策依赖

心理，在优惠政策的长期庇护下逐渐形成“巨婴”状态，最终演变为策略性创新路径依赖。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2025 年第 6 期

•  82  •



假设 2：企业持续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的程度越深，其策略性研发投入水平越

高，政策的迎合效应越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8—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参照贺亚楠等（2022）的研究设

计，通过查阅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中“所得税费用”项目的注释信息来获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

据，将未披露该信息的企业视为未享受该政策。①本文的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

库，样本筛选过程中剔除 ST类上市公司、负面清单行业上市公司、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以及变

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14 086个有效观测值。②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水平上进行了

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1）实质性研发投入（Nmalrd）。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对实质性创新的界定，本文认

为企业实质性研发投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其经营成果、财务能力等因素，是与企业自身发展状况

相匹配的、体现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强度。基于此，本文采用 Gunny（2010）的模

型测算企业在正常经营状态下“应当”投入的研发资金规模，以此表征实质性创新投入水平，具

体模型构建如下：

Rdi,t

Tai,t−1

= α0+α1

1
Tai,t−1

+α2 Mvi,t +α3Qi,t +α4

Inti,t

Tai,t−1

+α5

Rdi,t−1

Tai,t−1

+εi,t （1）

Nmalrdi,t = α̂0+ α̂1

1
Tai,t−1

+ α̂2 Mvi,t + α̂3Qi,t + α̂4

Inti,t

Tai,t−1

+ α̂5

Rdi,t−1

Tai,t−1

（2）

其中，Rd 为公司当年账面研发投入，Ta 为公司期末总资产，Mv 为公司期末总市值的自然对数，Q
为公司期末托宾 Q值，Int 为公司当年扣除折旧摊销费用前的营业利润，Nmalrd 为实质性研发投入。

（2）策略性研发投入（Gemrd）。与实质性创新投入相对应，策略性研发投入表征企业通过研

发操纵活动虚增的研发投入，体现企业“预期”范围外的研发投入。借鉴 Gunny（2010）的方法，

本文采用账面研发投入与实质性研发投入的差额来衡量策略性研发投入（Gemrd）。

Gemrdi,t =
Rdi,t

Tai,t−1

−Nmalrdi,t （3）

2. 解释变量：企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持续性程度（Persistence）。参考 Labeaga等（2021）以
及陈勇兵等（2013）的研究，本文采用生存分析中的 cloglog（complementary log-log）模型，测算企

业中断申报政策优惠的概率，即离散时间危险率。

clog log
[
1−H j (X|v)

]
= α+βx j+γ j+u （4）

其中，γj 为基准危险率；xj 为影响企业享受政策优惠持续性程度的解释变量集合，变量选取借鉴

Labeaga 等（2021）的研究，具体包括企业年龄（Age）、无形资产占比（Intan）、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贺亚楠、李    丹、王晓燕、李    悦：企业申报税收优惠持续性与政策效应动态变化

 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公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申请流程，企业申请享受该政策需要准备以下关键材料并完成相应程序：

（1）在年度纳税申报前完成优惠备案，并备齐留存备查资料；（2）填报并提交《“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3）在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完整填报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附表及栏次。鉴于企业完成上述申请程序后通常可享受政策优惠，本文将申请行为视为政策享受依据，不作申请成功

与否的区分，未考虑申请未获批准等例外情形。

 ② 受篇幅限制，样本筛选过程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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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pr）、企业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经营现金流水平（Ocf）、行业集中度（HHI）、同行业

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数量（Innum）、产学研合作虚拟变量（Crop）、高科技行业虚拟变量

（Tech）、政府补贴虚拟变量（Sub）以及企业申报存续期（Sum）。此外，模型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生存函数与危险函数可通过下式进行转换，由此可测算企业申报优惠政策的生存概率：

S (t) =
∏

ti<t

[1−H(i)] （5）

本文以平均生存期来度量申报优惠政策的持续性程度（Persistence），计算公式如下：

Persistence =
w t

0
S (x)dx （6）

3. 控制变量。参考胡元木等（2016）以及万源星等（2020）等文献，本文控制了以下影响企业

研发决策的关键因素：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成长性

（Mtb）、经营现金流水平（Ocf）、产权性质虚拟变量（So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ld）以及两职

合一虚拟变量（Dual）。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固定效应，并在公司层

面进行聚类调整以缓解潜在的异方差问题。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Nmalrdi,t = β0+β1Persistencei+
∑
γnControlsi,t +

∑
Industry+

∑
Year+εi,t （7）

Gemrdi,t = β0+β1Persistencei+
∑
γnControlsi,t +

∑
Industry+

∑
Year+εi,t （8）

模型（7）用于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申报持续性与企业实质性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

模型（8）用于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申报持续性与企业策略性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实质性研发投入（Nmalrd）的均值高于中位数，表

明样本企业的实质性研发投入水平总体上较高；策略性研发投入（Gemrd）的均值略大于中位

数，表明该变量呈现右偏分布特征；申报优惠政策的持续性程度（Persistence）的标准差为 1.173，

最小值为 1.950，最大值达 8.557，反映出企业在加计扣除政策申报持续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malrd 14 086 0.033 0.028 0.024 0.000 0.130

Gemrd 14 086 −0.000 −0.001 0.009 −0.025 0.035

Persistence 14 086 5.551 5.538 1.173 1.950 8.557

Size 14 086 22.110 21.960 1.162 18.910 26.110

Roa 14 086 0.038 0.041 0.073 −0.358 0.220

Lev 14 086 0.391 0.381 0.189 0.039 0.996

Mtb 14 086 2.279 1.698 1.965 0.048 12.300

Ocf 14 086 0.051 0.049 0.066 −0.194 0.263

Soe 14 086 0.222 0.000 0.415 0.000 1.000

Hld 14 086 0.323 0.301 0.139 0.080 0.780

Dual 14 086 0.343 0.000 0.475 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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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列（1）和列（2）展示了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持续性对实质性研发投入的影

响。结果显示，Persistence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持续

性的增强，其实质性研发投入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列（2）中 Persistence 的系数为 0.0013，其经

济学意义在于：享受优惠政策持续性每增加 1 个标准差，企业的实质性研发投入将增加其均值

的 4.6%。这表明长期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表现出显著的政策激励效应，假设 1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分析

（1） （2） （3） （4） （5） （6）

Nmalrd Nmalrd Gemrd Gemrd Rd Rd

Persistence 0.0035*** 0.0013*** 0.0003*** 0.0007*** 0.0038*** 0.0020***

（10.1430） （3.2446） （3.3670） （6.7260） （9.8580） （4.3402）

Size 0.0005 0.0009** −0.0000 −0.0000 0.0006 0.0011**

（1.0621） （2.3682） （−0.4476） （−0.2170） （1.2479） （2.4004）

Roa 0.0365*** 0.0491*** 0.0040** 0.0030* 0.0406*** 0.0526***

（8.8013） （12.3145） （2.4142） （1.7989） （8.4535） （11.0399）

Lev 0.0019 0.0040** 0.0046*** 0.0050*** 0.0065*** 0.0091***

（0.9012） （1.9808） （7.6983） （8.1174） （2.6871） （3.8887）

Mtb 0.0038*** 0.0036*** 0.0001 0.0001 0.0041*** 0.0039***

（14.5462） （14.4794） （1.3648） （1.4421） （12.2912） （11.7645）

Ocf −0.0025 0.0074* −0.0062*** −0.0072*** −0.0110** −0.0020

（−0.5701） （1.8177） （−3.7315） （−4.1478） （−2.0720） （−0.3948）

Soe −0.0017* −0.0018** −0.0005** −0.0005** −0.0022** −0.0023**

（−1.8107） （−2.1290） （−2.0604） （−2.0895） （−2.0356） （−2.2937）

Hld −0.0155*** −0.0048** −0.0010 −0.0017*** −0.0172*** −0.0070***

（−6.1488） （−2.2232） （−1.6090） （−2.5839） （−5.9530） （−2.6800）

Dual 0.0022*** 0.0012* 0.0009*** 0.0009*** 0.0031*** 0.0021***

（2.9892） （1.8776） （4.5123） （4.6491） （3.6404） （2.7265）

Cons −0.0028 −0.0301*** −0.0022 −0.0018 −0.0094 −0.0371***

（−0.2962） （−3.2237） （−0.9797） （−0.4413） （−0.8629） （−3.3291）

Industry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Year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14 086 14 086 14 086 14 086 14 086 14 086

R2 0.1816 0.3346 0.0126 0.0192 0.1608 0.2793
 

表 2 列（3）和列（4）展示了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持续性对策略性研发投入的影

响。结果显示，Persistence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持续

性的增强，其策略性研发投入呈现增长趋势，企业长期申报加计扣除优惠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旨在获取更多税收红利。这一现象揭示了政策在长期享受加计扣除的企业中产生了迎合效应，

假设 2得到验证。

上述结果表明，在持续性税收优惠下，我国企业呈现出“两条腿走路”的特征：持续性申报

加计扣除的企业不仅致力于促进研发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也存在通过操纵研发投入以获取更

多税收优惠的动机。总体而言，该政策既能激发企业“寻创新”的激励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引发

“寻扶持”的迎合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并非相互排斥，而是随着企业申报持续性的提升而同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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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在此情境下，企业账面研发投入势必随申报政策持续性的增强而显著增加。为了检验上述

推论，本文采用企业账面研发投入与上一期期末总资产的比值（Rd）作为衡量指标，相关结果见

表 2 列（5）和列（6）。可以看到，无论是否控制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Persistence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有力支持了上文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换研发投入变量。鉴于税法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支出范围小于会计准则（刘行和陈

澈，2023），基于账面研发投入估算实质性与策略性研发投入，可能与税收政策实际执行情况存

在偏差。本文参考刘行和陈澈（刘行和陈澈，2023）的研究，采用实际研发加计扣除金额（研发加

计扣除的纳税减免额 /企业所得税税率）来还原税法口径下的企业研发支出水平，并运用

Gunny（2010）模型重新测算实质性研发投入（Nmalrde）与策略性研发投入（Gemrde）。表 3列（1）
和列（2）结果显示，无论对于实质性还是策略性研发投入，Persistence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1）

（1） （2） （3） （4） （5） （6）

Nmalrde Gemrde Nmalrdl Gemrdl Nmalrd Gemrd

Persistence 0.0007*** 0.0005*** 0.0014* 0.0008*** 0.0013*** 0.0007***

（4.5792） （6.6323） （1.7649） （3.1239） （3.2002） （6.7290）

Cons 0.0051 0.0020 0.0247 −0.0453*** −0.0251** −0.0008

（1.1959） （1.2738） （1.4717） （−7.4261） （−2.5772） （−0.190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 531 10 531 12 526 12 526 14 086 14 086

R2 0.4306 0.0213 0.3702 0.0338 0.3557 0.0231
 

2. 更换实质性与策略性研发投入估计模型。为了排除实证结果受研发投入估计模型选择

的影响，本文采用 Laplante等（2019）的研发操纵模型来测算企业的实质性研发投入（Nmalrdl）与
策略性研发投入（Gemrdl）。表 3列（3）和列（4）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猜想。

3. 控制地区效应。考虑到企业创新积极性可能受地区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本

文进一步引入省份固定效应（Province）进行回归分析。表 3列（5）和列（6）结果与上文结果保持

一致。

4. 更换申报持续性测度指标。本文参考汪冲和江笑云（2018）的研究，基于企业申报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时间分布特征，构建静态持续性（Persistence1）与动态持续性（Persistence2）
两个指标。

（1）静态持续性（Persistence1）：以企业首次申报年度为起点，截至样本期最后一年，通过计

算其申报频次、连续申报片段数以及申报区间进行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Persistence1i =
Fi

Ci×Ti

（9）

其中，Fi 为公司 i 在样本期内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频次，Ci 为公司 i 在样本期内的

连续申报片段数，Ti 为公司 i 在样本期内的申报区间。企业的静态持续性指标（Persistence1）在
样本期内有唯一的取值，不受年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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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持续性（Persistence2）：以企业首次申报年度为起点，以观察当年为截止时间，通过

计算其申报频次、连续申报片段数以及申报区间进行衡量，指标取值逐年变化，计算公式如下：

Persistence2i =
Fi,t

Ci,t ×T i,t

（10）

回归结果见表 4，在更换了持续性测度指标后，上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 4    稳健性检验（2）

（1） （2） （3） （4）

Nmalrd Gemrd Nmalrd Gemrd

Persistence1 0.0040*** 0.0013***

（3.9784） （4.9666）

Persistence2 0.0033*** 0.0013***

（3.1176） （4.8504）

Cons −0.0283*** −0.0022 −0.0304*** −0.0032

（−3.1016） （−0.5521） （−3.2810） （−0.812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 619 15 619 15 619 15 619

R2 0.3314 0.0163 0.3301 0.0159
 

（四）内生性检验

由于高研发投入企业可能更有动机持续性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本文将开展一

系列检验以缓解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1.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外生冲击检验。在“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国家税务总局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开展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工作，旨在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升政策

执行效率。这一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的便利性，从而可能增

强企业申报持续性。基于此，本文参照刘行和陈澈（2023）的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重新进行

检验，构建试点改革变量 Reform。在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改革当年及之后年度，Reform 取值

为 1，否则为 0。表 5 列（1）中 Reform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关系的

质疑；而列（2）中 Reform 的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源于税务部门“放管服”改革提升了企业研发

费用税务认定比例（刘行和陈澈，2023），使得企业在既有实质性研发投入水平下即可获取充分

的税收优惠，从而无需承担额外稽查风险以提升策略性研发投入。
 

表 5    内生性检验

（1） （2） （3） （4） （5） （6）

Nmalrd Gemrd Nmalrd Gemrd FNmalrd FGemrd

Reform 0.0024*** −0.0004

（2.7008） （−1.5249）

Persistence 0.0012** 0.0008***

（2.4384） （5.6822）

Persistence2 0.0033*** 0.0008***

（2.7932） （2.8129）

Cons −0.0242** −0.0000 −0.0286*** −0.0047 −0.0229** 0.0054

（−2.4944） （−0.0079） （−2.7959） （−0.8851） （−2.2092） （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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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将企业当年享受政策的持续性程度与当年所有企业的中位数进

行比较，若高于中位数则归入处理组，否则归入对照组，然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根据观测值

频次进行加权回归分析。表 5列（3）和列（4）展示了匹配后的回归结果，研究结论与上文一致。

3. 被解释变量提前一期。由于动态持续性指标（Persistence2）具有时变特征，本文选取该指

标来衡量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持续性，并将实质性研发投入（Nmalrd）与策略性研

发投入（Gemrd）替换为 t+1期数值进行回归分析。表 5列（5）和列（6）展示了回归结果，研究结论

保持稳健。

五、异质性分析

（一）生命周期异质性

税收优惠政策的研发创新激励效应存在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对成熟期企业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任海云和宋伟宸，2017；陈红等，2019）。与成熟期企业相

比，成长期企业普遍面临资本实力不足、生产成本高、管理模式与组织结构尚不完善等制约因

素，其创新活动更倾向于以开发性创新为主，追求短期回报，因而可能更易产生迎合效应。本文

参照李云鹤等（2011）的生命周期划分方法，考察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的差异，构建成长期虚拟

变量 Lifec。若企业处于成长期，则 Lifec 取值为 1，否则为 0。回归结果见表 6列（1）和列（2），与

上文分析一致。

（二）企业规模异质性

企业规模是影响创新导向产业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企业创新活动通常伴随较高

风险，与大规模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许国艺等，2014），导致政策在激励

实质性创新方面的效果可能受限；另一方面，小规模企业的资本实力有限，在创新过程中往往面

临资金短缺问题，因而更倾向于通过虚增研发投入来获取更多税收抵扣（程玲等，2019）。基于

此，本文根据企业规模是否超过当年样本中位数构建虚拟变量 Msize，若企业规模小于或等于中

位数则取值为 1（小规模企业），否则为 0。表 6 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与大规模企业相比，加

计扣除政策在小规模企业中引发了更显著的迎合效应。

（三）融资约束异质性

当面临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时，企业创新意愿可能受到抑制，表现为缩减创新投资规模并

对优惠资金采取更加审慎的使用策略，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且收益稳定的投资项目，从而弱化

税收优惠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贾洪文和程星，2022）。此外，卢太平和张东旭（2014）研究发现，

融资约束会显著提高盈余操控成本。因此，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其迎合行为也可能减

弱。本文参照鞠晓生等（2013）的研究，构建融资约束虚拟变量 Nqsa，若企业处于融资约束严重

续表 5    内生性检验

（1） （2） （3） （4） （5） （6）

Nmalrd Gemrd Nmalrd Gemrd FNmalrd FGemrd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N 14 086 14 086 7 564 7 564 12 603 12 603

R2 0.3546 0.0188 0.3308 0.0228 0.3136 0.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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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表 6列（5）和列（6）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会同时抑制税收优惠政

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与上文分析结论一致。

（四）行业创新异质性

当前关于创新导向产业政策对高科技行业激励效果的研究尚存分歧。从激励效应视角来

看，学者普遍认为高科技企业常同时申报多项政策，这种“政策叠加”现象可能弱化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果（任海云和宋伟宸，2017；贺康等，2020）。从迎合效应视角来看，现有结

论仍存争议：一方面，“伪高新企业”通过研发操纵等手段获取政策扶持、规避税收的现象频发

（安同良等，2009；李维安等，2016；杨国超等，2017）；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为谋求长期发展可

能更审慎地实施研发操纵（万源星等，2020）。基于此，本文构建高科技行业虚拟变量 Tech，若企

业所属行业为高科技行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表 6列（7）和列（8）结果表明，随着高科技企业

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持续性增强，该政策同时诱发了更加显著的激励效应和迎合

效应。
 
 

表 6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Nmalrd Gemrd Nmalrd Gemrd Nmalrd Gemrd Nmalrd Gemrd

Persistence
×Lifec

0.0000
（0.0558）

0.0007***

（4.0632）

Persistence
×Msize

0.0005 0.0003**

（0.9606） （2.2225）

Persistence
×Nqsa

−0.0015** −0.0008***

（−2.1507） （−3.3375）

Persistence
×Tech

0.0027*** 0.0005**

（3.9575） （2.3854）

Cons −0.0246** −0.0018 −0.0275** −0.0025 −0.0195* 0.0021 −0.0208** −0.0002

（−2.3558） （−0.3644） （−2.4527） （−0.5583） （−1.6952） （0.3888） （−2.2800） （−0.037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 599 9 599 14 086 14 086 6 361 6 361 14 086 14 086

R2 0.3675 0.0463 0.3348 0.0197 0.3516 0.0251 0.3552 0.0236
 

六、进一步分析

（一）净效应分析

上文研究表明，企业在持续享受加计扣除政策过程中同时存在“寻创新”与“寻扶持”双重

动机。那么，随着享受政策持续性的增强，何种动机占据主导地位？本文构建净效应指标（Vrd）

进行深入分析，以探究不同持续性程度下两类动机的相对强度。

Vrdi,t =

Nmalrdi,t −Gemrdi,t Gemrd > 0
Nmalrdi,t +Gemrdi,t Gemrd < 0

（11）

表 7 列（1）结果显示，Persistence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企业享受加计

扣除优惠持续性的提升，净效应指标（Vrd）呈现增长趋势。结合上文研究结论可知，企业持续性

申报加计扣除优惠的动机呈现复合特征：在积极开展实质性研发创新活动的同时，也存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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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调整研发投入以获取税收优惠的行为。但总体而言，持续性申报的主要动机仍以“寻创新”为

导向，这意味着该政策在长期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激励效应显著强于迎合效应，切实增强了企业

的创新动力。
 
 

表 7    净效应与策略性研发投入方向分析

（1） （2） （3） （4）

Vrd Nmalrd Gemrd Vrd

Persistence 0.0010*** 0.0020*** 0.0006*** 0.0013***

（2.5916） （4.1467） （4.5830） （3.0402）

Cons −0.0301*** −0.0546*** −0.0078 −0.0468***

（−3.3077） （−4.8867） （−1.6253） （−4.145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 086 6 266 6 266 6 266

R2 0.2965 0.3979 0.1295 0.3407
 

（二）策略性研发投入方向分析

与贺亚楠等（2022）的研究情境相似，若策略性研发投入为正，则表明企业已存在“寻扶持”

动机。基于此，本文将样本限定为策略性研发投入为正的企业，以更精确地评估政策实施效果。

表 7 列（2）至列（4）结果表明，在存在虚增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样本中，随着享受政策持续性的

提升，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都显著增加。总体而言，政策净效应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表明

企业仍以实质性创新为主，政策实施的激励效应强于迎合效应。

（三）创新产出质量分析

作为创新活动的最终体现，创新产出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本文参照黎文靖和

郑曼妮（2016）的研究，将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Patenti）定义为实质性创新成果，实用新型专利

与外观设计专利（Patentud）定义为策略性创新成果。①表 8结果显示，企业计划内的实质性创新

投入能显著促进发明专利数量增长，推动创新质量与水平的实质性提升，而策略性研发投入的

增加则会提高非发明专利数量，这表明企业存在为获取政策优惠而追求专利数量的倾向。值得

注意的是，Vrd 的系数仅在列（3）中显著为正。结合上文分析可知，尽管企业在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激励下会同时增加实质性与策略性研发投入，呈现“两条腿走路”特征，但随着激励效应

逐步超越迎合效应，政策最终能有效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提升。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 2008—2022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量化企

业申报政策的持续性程度，考察了政策申报持续性对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此揭示政策

效应的动态变化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随着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持续性的

增强，政策同时产生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企业既会出于“寻创新”动机增加实质性研发投入，

也会出于“寻扶持”动机增加策略性研发投入。第二，政策效应在不同特征企业间存在显著差

异。与成熟期与大规模企业相比，成长期与小规模企业在申报持续性增强时表现出更强的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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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与非高科技企业相比，高科技企业中两种效应均更加显著；与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相比，

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中两种效应呈现弱化趋势。第三，企业申报持续性程度与政策净效应呈正

相关关系，且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在创新导向产业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

下，企业申报政策行为同时蕴含“寻创新”与“寻扶持”双重动机。因此，对政策激励效果的评估

不应局限于单一维度，而应结合企业申报持续性特征来综合研判其创新动机，从而对政策效果

开展系统性思辨分析。第二，正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存在迎合效应所揭示的，宏观经济政

策实施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包括市场失衡与资源错配等问题。政策优化应坚持

“双管齐下”原则，既要着力扩大政策积极效应，也需重视降低负面效应，在发挥政策优势的同

时规避潜在风险，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第三，长期政策实践表明，企业持续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力。因此，创新导向产业政策应构建长效机制，持续激励企业开

展研发创新活动，确保政策激励效应的长期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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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ce in Tax Incentive Application by Enterprises and
Dynamic Changes in Policy Effects: Evidence from the R&D

Expense Super-deduction Policy

He Yanan,  Li Dan,  Wang Xiaoyan,  Li Yue
(School of Account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Summary:  The coexistence of incentive and catering effects is a significant and complex phenomen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ies. As a widely applicable innovation-oriented

policy, the R&D expense super-deduction policy has undergone several rounds of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

since its promulgation in 1996, and the tax incentiv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Given that this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decades, how is the persistence in tax incentive application by enterprises?

How do these two effects dynamically change with persistent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08 to 2022,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persistence in tax incentive application by enterprise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ersistence on

policy effec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s enterprises persistently apply for R&D tax super-deduction, a “two-

track” pattern emerges. Due to the motivation of “seeking innovation”, enterprises increase a large number of

R&D investments. Meanwhile, they also boost strategic R&D investments out of the motivation of “seeking

support”, leading to an intensification of both the incentive and catering effe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

veals that growth-stage and small-scale enterprises show a more significant catering effect when persistently

applying for R&D tax super-deduction, while high-tech enterprises experience an enhancement of both effects.

For enterprises facing severe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se two effects are weakened.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as the degree of persistence increases, the incentive effect gradually outweighs the catering effect, leading to

higher-quality innovation outcome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incentive persistence, it fo-

cuses on how the incentive and catering effects dynamically change over time, expand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policies. Second,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enterprises’ motiva-

tions for application, it quantifies and distinguishes the incentive and catering effects of the policy, and ex-

tracts the “net effect” of the policy 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nriching the relevant con-

clusions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novation-oriented policy effects. Third, based on a large

sample of data, it scientifically quantifies the persistence in application for R&D tax super-deduction by

Chinese enterprises.

Key words:  R&D expense super-deduction policy； persistence in policy application； substantive R&D

investments； strategic R&D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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